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2009 年，第二十六期，239–270 頁 
 

239

防禦悲觀者、樂觀者及悲觀者在焦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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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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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考驗防禦悲觀者、樂觀者及悲觀者在焦慮管理及反思策略

上差異，並考驗在高／低任務難度及工具性之調節下，防禦悲觀者之積極反

思策略是否彰顯。研究對象以 120 名學生為受試者，隨機分派至高工具／高

難度、高工具／低難度、低工具／高難度、低工具／低難度等四種任務組別，

經成就測驗後再施測反思策略量表。統計分析採t考驗、變異數分析及共變數

分析，並以Cohen’s d考驗三組受試者在反思策略的變化效果。研究結果顯示：

防禦悲觀者、樂觀者及悲觀者在焦慮及反思策略上之考驗達顯著差異；高工

具性任務是促使防禦悲觀者採取反思策略之重要因素；高難度任務並無法彰

顯防禦悲觀者使用反思策略之時機。本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及提出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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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我價值理論強調個體可能為了保護個人價值，避免被他人視為無能，會

在 成 就 評 價 前 事 先 採 取 各 種 花 招 妙 計 以 因 應 可 能 的 學 習 失 敗 （ Covington, 

1984 ）。 典 型 的 兩 種 自 我 保 護 策 略 分 別 為 自 我 跛 足 策 略 （ self-handicapping 

strategies）及防禦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t）二種（林清文，2005；Covington, 

1992），雖然皆源於避免失敗的動機，不過功能性卻截然不同。自我跛足策略的

特質為低成功取向／高避免失敗，個體透過課業評價前的故意拖延時間、故意

減少努力、使用酒精藥物或宣稱狀況不佳等故意延遲的行為（Ormrod, 2004），

以 便 將 學 習 失 敗 歸 咎 於 先 前 努 力 不 足 以 保 護 自 我 價 值 （Nurmi, Aunola, Sal-

mela-Aro, & Lindroos, 2003; Onatsu-Arvilommi & Nurmi, 2000），目的在預先為失

敗保留藉口（Martin, Marsh, Williamson, & Debus, 2003），而學界在此方面的研

究累積亦頗多，逐漸證實這種自我擊敗式的自我跛足策略將與低成就、憂鬱、

內外化行為、偏差行為、社交功能失調之間具有顯著關係（Aunola, Stattin, & 

Nurmi, 2000; Onatsu-Arvilommi & Nurmi, 2000; Zuckerman & Tsai, 2005）。  

關注於防禦性悲觀之研究較少，其迥異於自我跛足策略的積極效果卻引起

學界不少注意。防禦性悲觀係指個體預先設定偏低的自我目標，再透過心理排

演及廣泛思考各種可能的後果，以減少未來一旦失敗所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

因此防禦悲觀者會對即將到來的課業更加努力，以獲得更多的課業控制感，表

現可能較原先想像來的理想（Norem, 2001）。Norem 和 Cantor（1986）曾編製

樂觀—悲觀預審問卷（Optimism-Pessimism Prescreening Questionnaire, OPPQ）

以測量防禦性悲觀者的悲觀期望、負面思考及假設負面結果等特質，檢測受試

者在採取防禦性悲觀後是否可緩和一旦失敗後的感覺。早期量表目的在測量受

試者使用防禦性悲觀時的負面思考，並根據受試者在量表得分上區分為防禦性

悲觀者及策略性樂觀者二類（Norem & Chang, 2001）。不過隨後發現早期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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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性悲觀的預設概念可能有誤，因為當個體思考所有可能的負面結果時，同

時也可能考慮所有正面的結果，因此量表在修訂時應考慮個體在控制焦慮的思

考 歷 程 。 Norem 和 Chang（2001）在 防 禦 性 悲 觀 量 表 （ Defensive Pessimism 

Questionnaire, DPQ）修訂時即增加數題以思考歷程為設計觀點的題目。例如：

「我會在投入學習課業前，小心翼翼的思考各種可能的結果？」或「我經常擔

心在學習課業中，無法達到我的目標？」等題目，因此防禦性悲觀逐漸區分為

反 思 策 略 （ reflectivity ） ／ 防 禦 反 思 （ defensive reflectivity ） 及 悲 觀 主 義

（pessimism）／防禦期望（defensive expectation）兩種典型因素。 

悲觀期望使個體主動對自我降低表現標準以提高課業完成的容易度，反思

策略通常伴隨悲觀期望發生，使個體透過廣泛思考以評估課業任務可能的各種

後果，通常具有過度謹慎及努力投入的特質。其中反思策略因為具有為增強可

能成功而更加謹慎努力的動機成分（Peres, Cury, Famose, & Sarrazin, 2002），新

近研究逐漸證實這種策略在焦慮管理、學習投入具有良好效果，可視為防禦性

悲觀積極效果顯現之核心策略（李介至，2005、2007; Martin, Marsh, & Debus, 

2001; Norem, 2001）。不過促使防禦悲觀者使用反思策略的背景因素為何？防禦

悲觀者本身的動機為何？仍有待釐清。特別是過去國內外研究防禦性悲觀時欠

缺對研究背景之交代，未說明為何使用某種學科作為測量之背景依據，防禦性

悲觀積極效果之彰顯原因為何亦未釐清，此乃不足之處。  

Norem 和 Chang（2001）建議透過不同群體的差異考驗，可釐清防禦悲觀

者在本質上的特性，亦有助於瞭解反思策略為何彰顯之原因。其中在防禦性悲

觀量表總分前三分之一者可視為防禦性悲觀者，後三分之一者可視為策略性樂

觀者，其中某題「我過去在校成績一直都表現的很好」可用來界定防禦悲觀者

與悲觀者之區別。Norem 和 Chang（2001）假定悲觀者在此題的填答傾向過去

表現不佳，即會預期以後表現亦不理想，如此防禦性悲觀的積極功能就未能發

揮，因此歸類於典型悲觀者；相對的，如果高防禦性悲觀得分但過去表現並不

差，則以後因應任務才可能採取防禦性悲觀此一策略，因此可歸類於防禦悲觀

者。Norem（2002）並解釋樂觀者或悲觀者具有穩定的動機及性格特質，但防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二十六期 242

禦性悲觀則是一種動機策略，可能因成敗經驗決定是否值得採用，因此本研究

亦將據此作為三種防禦性悲觀組別之分類依據。根據文獻推導，防禦性悲觀與

悲 觀 者 皆 可 能 與 其 長 期 的 學 業 焦 慮 與 不 確 定 的 自 我 價 值 有 關 （ Peres et al., 

2002），因此本研究假設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具有相似的憂鬱程度，而迴異於樂

觀者的低度焦慮。然而防禦悲觀者亦會透過反思策略以因應漸增的學習焦慮，

而非如悲觀者在面對學習課業時的焦慮擴增（Norem, 2002），因此防禦悲觀者在

本質上可能比悲觀者採取較多的積極反思策略。第三，防禦悲觀者係屬一種悲

觀但卻能積極因應課業的策略，透過增加反思策略以控制焦慮並增加對課業任

務的控制感，而樂觀者本身即對課業具有較高的控制感（Martin, 1999），兩種人

皆採取積極認知行為，對未來結果都懷抱希望（Norem & Illingworth, 2004），因

此兩者的成就表現通常皆不差（Norem, 2001）。因此本研究假設防禦悲觀者與樂

觀 者 所 採 取 的 積 極 反 思 策 略 並 無 顯 著 差 異 ， 亦 迴 異 於 悲 觀 者 的 習 得 無 助 感

（learning helpless）或所採取的失敗陷阱策略（fail-trap strategy）（Maatta, Stattin, 

& Nurmi, 2002）。  

至於學生對課業所持的知覺工具性（perceived instrumentality）或未來目標

（future goal）可能是防禦性悲觀積極效果彰顯之因素，不過當前國內外多數研

究關注於成就目標領域之探討，卻鮮少關注未來目標對動機及認知投入之影

響，相當值得改善。知覺工具性強調目前學習任務是否對個體未來發展具有重

要性，可減緩學生當前學習壓力（Phalet, Andriessen, & Lens, 2004），增強內在

動機、學習堅持及成就表現（Nieswandt & Shanahan, 2008），亦可提高學生採取

較多認知策略及學習投入，這對以精熟導向為主的技職教育尤為重要（Greene, 

DeBacker, Ravindran, & Krows, 1999）。然而知覺工具性對個體動機具有的潛在

效益卻經常被忽略，如護理學生及幼保學生皆須修讀生理學，但兩者卻可能以

不同心態投入學習，其中生理學有助於護理學生未來工作，他們可能試圖克服

這門困難課程；但對幼保工作卻無必要性，兩者學習心態就可能存在差異。Phalet

等人（2004）亦認為知覺工具性甚至可轉移個體過去失敗經驗的知覺，可維繫

目前內外學習動機，因此本研究認為學生所修讀的學科是否具有未來工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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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可能是引起積極反思策略的重要原因。  

新近測量學科工具性的方法係結合精熟目標導向（master-approach goal）

及未來時間觀點（future time perspective）等二種觀點。精熟目標導向讓學生以

任務精熟、主動投入及自我比較為學習主軸，未來時間觀點理論則強調課程能

引 起 學 生 學 習 與 未 來 工 作 兩 者 之 間 的 連 結 ， 讓 學 生 對 學 習 產 生 工 具 性 知 覺

（Simons, Dewitte, & Lens, 2004）。其中，精熟目標取向支持個體對目前任務的

內在好奇心，屬於內在調節的一種，因此個體能自動自發去參與活動，能根據

自我意志及選擇去參與活動，學生投入學習能主動採取行動（Wolters, 2004）；

相對於精熟目標的表現目標（performance-approach goal）則起源於個體外，屬

於外在調節，係指透過外在酬賞或獎懲以維繫學習動機，因此個體行為被特定

外部事件所控制（壓力、獎賞），他們努力的目標在於達成一個理想的成績表現

或避免處罰（Linnenbrink, 2005）。未來時間觀點則能使個體延緩滿足及在未來

的學習效益，亦可增強對目前課業的學習動機，因此未來時間觀點可將課業任

務區分為長／短期兩種效益。  

根據學科的內外部調節及未來效益評估，學科的知覺工具性分析可區分為

二種主要向度：第一種向度為「長／短期效益」，例如：學生目前修讀數學只對

目前考試有用（短期效益）；或學生修讀解剖學有利於以後成為一名護士（長期

效益）。第二種向度為「內／外調節」，即學生學習會受到外部調節（如：成績、

獎賞、地位）或內部調節（興趣、專業發展）所影響。這二種向度可將各門學

科進而劃分四種工具性任務，分別為：短期效益／外在調節、短期效益／內在

調節、長期效益／外在調節、長期效益／內在調節（Simons et al., 2004）。因此

本研究除將根據受試者對學科的工具性知覺分析遴選具有長期效益／內在調節

之課業任務，據此設計研究背景，並假設防禦悲觀者在高工具性任務的影響下

將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以釐清其積極效果彰顯之原因。  

課業難度亦可能是另一個導致防禦性悲觀積極效果彰顯之原因。防禦性悲

觀 使 用 目 的 在 於 害 怕 失 敗 而 透 過 縝 密 思 考 及 過 度 努 力 以 降 低 失 敗 的 可 能 性

（Martin et al., 2003）。Avila（2001）認為當個體面臨一種表現避免的情境，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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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我將失去某些東西或被懲罰，引發大腦的行為禁制系統，個體可能會將焦

點置放在懲罰的後果，採取較多的避免失敗策略。Middleton 和 Midgley（2002）

及 Thompson 和 Richardson（2001）的研究則顯示，當個體知覺高度學業威脅時，

將容易害怕失敗所造成的能力缺乏意象，因此可能採取自我保護策略預先因

應。不過 Brown 和 Marshall（2001）的研究結果卻顯示當問題簡單時，自我期

望的高低並不會影響表現結果；但問題艱難時，悲觀期望的受試者就會導致不

佳的成就表現，除非悲觀期望者對結果有積極的情緒反應，則後續表現結果就

不差。Norem 和 Illingworth（1993）、Norem（2001）則認為防禦性悲觀最重要

的影響在於涉入個體的思考系統，假使防禦悲觀者對結果傾向樂觀期望，反而

會干擾他們在從事課業任務的反思策略，造成結果不如預期。因此高／低難度

任務可能對防禦悲觀者傳達出不同的結果期望，亦可能反映在他們採取反思策

略的程度，然而迄今結果仍未定論，值得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實驗設計以考驗樂觀者、防禦悲觀者、悲

觀者在焦慮及反思策略之差異，以釐清此三組受試者在理論本質上之細部差

異。其次，透過統計控制的方法，考驗在高／低工具性及高／低難度任務的調

節作用下，防禦悲觀者是否進而比非防禦悲觀者使用更多的反思策略，以確認

學科任務的工具性及難度是否為引起防禦性悲觀積極效果彰顯之重要影響因

素。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所述：（一）驗證樂觀者、防禦悲觀者及悲觀者

在焦慮及反思策略之本質差異。（二）考驗防禦性悲觀各組在高／低工具性任務

下在反思策略之差異。（三）檢測防禦性悲觀各組在高／低難度任務下在反思策  

略之差異。 

二、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樂觀者、防禦悲觀者及悲觀者在焦慮及反思策略之考驗上是否有

所不同？ 

假設 1-1：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在焦慮上未有所不同。  

假設 1-2：防禦悲觀者比樂觀者具有較高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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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3：悲觀者比樂觀者具有較高的焦慮。 

假設 1-4：防禦悲觀者與樂觀者在反思策略上未有所不同。  

假設 1-5：防禦悲觀者比悲觀者具有較高的反思策略。  

假設 1-6：樂觀者比悲觀者具有較高的反思策略。  

（二）高／低工具性任務對防禦性悲觀三組受試者使用反思策略是否具

有影響？ 

假設 2-1：防禦悲觀者、樂觀者在低工具性任務下會比悲觀者使用較多

的反思策略。  

假設 2-2：防禦悲觀者在高工具性任務下會比悲觀者、樂觀者使用較多

的反思策略。  

（三）高／低難度任務對防禦性悲觀三組受試者使用反思策略是否具有

影響？ 

假設 3-1：防禦悲觀者、樂觀者在低難度任務下會比悲觀者使用較多的

反思策略。 

假設 3-2：防禦悲觀者在高難度任務下會比悲觀者、樂觀者使用較多的

反思策略。 

三、名詞釋意 

（一）防禦性悲觀 

防禦性悲觀係指當個體對於未來可能的失敗感到恐懼，透過設定偏低的學

習目標，以及過度謹慎的評估程序，以確保偏低的目標可以達成之策略（Martin 

et al., 2003）。Martin 等人（2001）與 Norem（2001）認為防禦性悲觀可再區分

為二策略：防禦期望（defensive expectations）係指個體擔心無法順利完成學業

任務，對表現感到悲觀期望，因此會對自我預設偏低標準。反思策略（reflectivity）

則是指個體為控制擴增的焦慮，透過心理評估各種可能後果，因此個體會關注

學習過程中的各種潛在問題，通常具有謹慎思考與努力投入的特質。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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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介至（2004）編製的防禦性悲觀量表上之得分作為評量指標，另根據 Norem

和 Chang（2001）對防禦性悲觀之分類，將量表得分後三分之一者界定為樂觀

者，前三分之一者則依此題「我過去在校成績一直都表現的很好」中填答選項

為「不同意」或「非常不同意」界定為悲觀者。相對地，填答選項為「同意」

或「非常同意」則界定為防禦悲觀者。另反思策略則是指受試者在防禦性悲觀

量表中的防禦反思次量表之得分而言，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面對課業任務威脅

時所採取的反思策略越高，本研究在受試者成就評量前後共施測二次，作為反

思前測及反思後測之得分依據。  

（二）焦慮 

焦慮係指當個體面對壓力事件時，心理感到擔心、憂慮，無法控制自己，

亦容易因小事件而造成個人狂亂的想法（吳武典、林幸台、王振德、郭靜姿，

1999）。本研究對焦慮之評量係以受試者在吳武典等人（1999）所修訂之基本人

格量表中焦慮—自在向度上之得分而言，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的焦慮程度越

高，得分越低則代表越自在。 

（三）知覺工具性 

知覺工具性係指個體對於目前所學習的學科是否有利於達到個人未來目

標，或是否能與未來職業產生關連（Phalet et al., 2004）。依 Simons 等人（2004）

的界定，學科的工具性可區分為四類，分別為：1.短期效益／外在調節：學生

對目前學習缺乏主動興趣，學習為了要得到好成績或獎賞。2.短期效益／內在

調節：學生投入學習與目前的表現本來就是學習目標，學習本來就源於內在動

機。3.長期效益／外在調節：學科的未來目標能被強調，但學生仍因外在酬賞

而採取被動學習。4.長期效益／內在調節：學科的未來目標價值能被強調，而

未來目標亦能增加學生對目前課業之主動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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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驗證防禦性悲觀在高／低工具性及高／低難度的任務下對反

思策略之影響。研究設計採等組前後測設計，研究變項包含五組，自變項為防

禦性悲觀，依變項為焦慮與反思策略，調節變項則為任務工具性與任務難度。

本研究首先以差異考驗防禦悲觀者、樂觀者及悲觀者在焦慮及反思策略（反思

前測）上之差異，以驗證此三組受試者在理論本質上之差異。其次，透過共變

數分析排除反思前測對後測之影響，進一步釐清防禦悲觀者各組在高／低工具

性任務或高／低難度任務的條件下是否使用較多的積極反思策略（反思後測）。 

 

 
 
 

 
 
 
 

 
 
 
 

自變項             調節變項            依變項  
 

圖一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樣本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母群體為護專二年級學生，限於受試者需重複施測且研究間隔時間

長，可接近母群體為中部某所護專學生。研究第一階段係以普測方式針對護理

科二年級共 606 名學生進行防禦性悲觀量表施測，之後根據 Norem 和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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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觀點，以量表得分前三分之一及過去學習經驗區分為防禦悲觀組（128

人）及悲觀組（74 人），量表得分後三分之一則為樂觀組（203 人）。第二階段

係以 complex sample 軟體進行隨機樣本抽取，針對此三組各抽取 40 名具有意願

參與研究的受試者，再將各組 40 名受試者隨機分派至四個細格（高／低工具性

任 務 ×高 ／ 低 難 度 任務 ）， 所 以本 研 究 共 120 名 受試 者 ， 區分 為 12 個 細 格

（3×2×2=12），每個細格共 10 人。    

基本資料顯示，在性別方面，全為女性學生；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社

經者 8 人（6.7％），中社經者 87 人（72.5％），低社經者 29 人（24.2％）；在居

住地區方面，北部學生 8 人（6.7％），中部學生 112 人（93.3％），顯示本研究

受試者以中部女性學生為主，家庭社經地位為中低階層，能反映局部母群體之

特性。  

三、測量工具 

（一）防禦性悲觀 

防禦性悲觀之測量係以李介至（2004）所編製的防禦性悲觀量表加以測量

而得。該量表係根據 Martin 等人（2003）、Martin 等人（2001）與 Norem （2001）

等防禦性悲觀相關量表加以編製，主要測量受試者面臨壓力情境下的防禦性悲

觀策略。原量表經因素分析可抽取防禦反思（defensive reflectivity）及防禦期

望（defensive expectation）兩種因素，與理論構念相符，累積解釋變異量達 82.748

％，具有理想因素效度。原量表與負面情緒、神經質、謹慎性等特質具有顯著

相關，顯示量表具有聚斂與擴散效度。本研究以量表總分視為受試者所採取之

防禦性悲觀，另以防禦反思分量表得分視為受試者所採取之反思策略。正式施

測時信度係數分別為及 .805 及  .730，顯示此量表的穩定度尚可。在填答方面，

量表以 Likert 五點量表填答，全題目共 9 題，得分則介於 9 至 45 分之間，分數

越高代表受試者採取越高的防禦性悲觀；至於反思策略則包含 5 題，得分介於

5 至 25 分之間，分數越高代表受試者因應課業任務越會採取反思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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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慮之測量 

焦慮之測量係根據吳武典等人（1999）所修訂之基本人格量表中焦慮—自

在向度加以測量而得。在此向度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較容易受到驚訝、害怕新

奇事物，也容易擔心人際之間可能發生的危險；得分越低則代表心理越平靜、

不容易擔心與焦慮。在信度部分，以 539 名大學生進行內部一致性分析，KR20

信度係數為 .7455（p < .01）；間隔 3 至 5 週的重測信度為  .8333（p < .01），顯

示量表穩定性尚佳。效標關連效度顯示，與賴氏人格測驗之相關係數為  .4916

（p < .05）；因素分析經斜交轉軸後可解釋 56.1％解釋變異量，顯示此量表具有

可接受的效度。填答方式係採二分法加以填答，分數介於 0 至 14 分。本研究

120 名受試者亦通過本量表所要求之測謊及一致性量表考驗。  

（三）成就測驗 

本研究成就測驗之背景依據係以前述針對各學科進行工具性分析後發現基  

本護理學為受試者所修習各學科中最具長期效益及內在調節之學科，故以基本

護理學內容為成就測驗編製依據，另再以國文為低工具性任務學科之成就測驗

編製背景。基本護理學及國文兩門課之成就測驗編製後再分別委託該科任課教

師 2 名進行題目之編製與篩選，並經由 4 名學生預先測試，以謀求題目能具有

代表性。各科題目共 20 題，其中高難度及低難度題目各編製 10 題，範圍以受

試者在期中考前需準備之範圍而定，填答方式採選擇題，與護理師國家考試填  

答方式相同。  

四、研究步驟 

本研究進行時程為期一學年，第一學期進行學科工具知覺之測量，以作為

成就測量之編製依據；另一方面進行防禦性悲觀量表之測量，以區分悲觀者、

樂觀者及防禦悲觀者，並蒐集各組在反思策略之前測分數。第二學期根據研究

設計，係先比較三組受試者中各兩組在焦慮量表上之測量，並考驗防禦性悲觀

三組在高／低工具性任務及高／低難度任務下的反思策略差異。學科工具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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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析係根據 Simons 等人（2004）的建議，以二種向度測量學科的工具性類型，

並從中界定最具有內在／遠期效益的學科，以作為本研究施測背景。因此受試

者需針對所修的九門課分別進行二種向度的評比，分別為：1.受試者需指出這

門課對於他們未來工作是否有幫助（測量長遠效益程度）；2.受試者需指出在這

門課的努力動機為何（測量內外調節程度）。除透過開放式問卷蒐集受試者對各

學科之工具知覺外，亦要求受試者對各學科進行二向度的分數評比（1～9 分），

其中基本護理學在二向度評比中分數最高（7.40 及 6.54），國文則低於平均數

（4.19 及 4.12），顯示基本護理學最具有長期效益／內在調節，即對受試者的知

覺工具性最高，故後續研究係以基本護理學為高工具性任務，另以國文為低工

具性任務。 

其次，為驗證任務難度對三組受試者在焦慮及反思策略上之本質差異，本

研究除以基本護理學及國文為成就測驗設計依據外，再分別委請護理學教師及

國文教師針對此二種課業任務進行難易二種題目之編選（各 10 題），所以課業

任務可再區分為護理學／困難、國文／困難、護理學／簡單、國文／簡單等四

種。之後根據 Norem 和 Chang（2001）的觀點，將 606 名受試者區分為防禦悲

觀組、樂觀組及悲觀組三組，再以 complex sample 軟體隨機在各組抽取 40 名，

之後隨機分派至四種課業任務（高工具性／高難度、高工具性／低難度、低工

具性／高難度、低工具性／低難度）。施測時間為期中考前二週，三組受試者所

接受的四種成就測驗均在檢測中心統一完成，客觀環境均相同，施測前並由研

究者說明填答方式。成就測驗施測後一週則實施反思策略分量表之測量，以蒐

集受試者再度面臨期中考試壓力時所採取的反思策略，此得分則為反思後測得

分。  

在統計方法上，本研究透過描述統計分析以抽取最具有工具知覺之學科，

做為編製成就測驗及任務分派之依據，其後採 t 檢定考驗三組受試者中各兩組

受試者在焦慮本質及反思前測上之差異性，逐一驗證本研究假設一是否獲得支

持。其次為瞭解高／低工具性任務及高／低難度任務對防禦性悲觀三組在反思

後測之調節效果，透過統計控制將反思前測視為共變數，以二因子共變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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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在排除共變數的影響下，防禦性悲觀三組受試者與高／低工具性任務、高／

低難度任務對反思後測之主要效果及交互作用效果，並透過 Cohen’s d 考驗三組

受試者分別在高／低工具性任務及高／低難度任務下反思策略之改變效果量。 

參、研究結果 

一、樂觀者、防禦悲觀者及悲觀者在焦慮管理及反思前測之差異 

根據研究目的一，本研究目的在考驗樂觀者、防禦悲觀者及悲觀者三組受

試者在焦慮管理及反思策略前測之差異情形。本研究根據研究設計以 t 考驗檢

定兩組之間的差異性。表一顯示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在焦慮上未達顯著差異（t

（78）= .74，p > .05），顯示兩組受試者的焦慮相似，支持研究假設 1-1。防禦

悲觀者與樂觀者在焦慮考驗上達顯著水準（t（78）= -2.79，p < .01），防禦悲觀

者亦具有較高的焦慮（7.50 及 5.70），支持研究假設 1-2。樂觀者與悲觀者在焦

慮上亦達顯著差異（t（78）= 3.53，p < .01），悲觀者亦比樂觀者具有較高的焦

慮（8.03 及 5.70），支持研究假設 1-3。三組受試者在反思策略前測之各種組合

考驗中顯示，防禦悲觀者與樂觀者在反思策略上未達顯著差異（t（78）= -1.43，

p > .05），顯示防禦悲觀者與樂觀者在前測時具有相似的反思策略，支持研究假

設 1-4。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則在反思策略上達顯著差異（ t（78）= -4.29，p 

< .001）， 防 禦 悲 觀 者 在 前 測 時 亦 比 悲 觀 者 採 取 較 多 的 反 思 策 略 （ 17.48 及

15.58），支持研究假設 1-5。至於樂觀者與悲觀者在反思策略之考驗上亦達顯著

水準（t（78）= -2.37，p < .05），樂觀者亦比悲觀者在前測時採取較多的反思策

略（16.88 及 15.58）。上述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即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具

有相似的焦慮程度，但均高於樂觀者；而防禦悲觀者與樂觀者在前測時亦會採

取相似的反思策略，並均高於悲觀者，由此顯示防禦悲觀者兼具悲觀焦慮及積

極反思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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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三組受試者在焦慮管理及反思前測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悲觀組 樂觀組 防禦悲觀組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反思前測 15.58 2.53 16.88 2.38 17.48 1.20 
焦慮 8.03 1.20 5.70 2.62 7.50 3.13 

 

二、樂觀者、防禦悲觀者及悲觀者在高／低工具性任務下對反
思後測之影響 

根據研究目的二，本研究以共變數分析為統計控制方法，排除反思前測對

反思後測之影響，以釐清究竟在何種工具性任務下，防禦悲觀者會比樂觀者或

悲觀者採取較多的積極反思策略。在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考驗部分，排除組內迴

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F（5, 114）= 1.03，p > .05），顯示各組本身根據

反思前測（共變數）預測反思後測的斜率（bwj）相等，即各組受共變數的影響

程度都是相同。表二呈現共變數分析結果，反思前測對反思後測具有主要效果

（F（1, 113）= 711.35，p < .001），排除共變數之後的防禦性悲觀組別（F（2, 113）

= 36.40，p < .001）及任務工具性（F（1, 113）= 28.71，p < .001）對反思後測

亦具有主要效果存在，η2 分別為  .39 及  .20，具有解釋力，兩因子並存在交互

作用（F（2, 113）= 39.86，p < .001），而考驗二種主要效果及交互作用之統計

考驗力均為 1.000，另由於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因此後續需進行排除共變數之

後的單純主要效果考驗，討論在何種情況下，反思後測得分之變化情形。  

表三顯示在排除共變數之後的單純主要效果，在低工具性任務影響下，反

思前測（F（1, 56）= 424.25，p < .001）及防禦性悲觀各組（F（2, 56）= 4.76，

p < .05）均達顯著水準。配對比較之錯誤率根據 Bonferroni 法切割為 .017（ .05

／3 = .017），結果顯示悲觀組與樂觀組兩組受試者達顯著差異，表四調整後的

平均數顯示其中樂觀組會比悲觀組使用較多的反思策略（17.85 及 16.91）；悲觀

組與防禦悲觀組兩組之間的考驗亦達顯著差異，調整後的平均數顯示防禦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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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亦比悲觀組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17.72 及 16.91）。至於樂觀組與防禦悲觀組

兩組之間的考驗則未達顯著差異。上述顯示在低工具性任務的條件影響下，研

究結果與前述 t 考驗之分析結果相同，因此在排除反思前測之共變數影響後，

低工具性任務可能並非是防禦悲觀者相對於樂觀者，採取反思策略之重要影響

因素。  

在高工具性任務影響下，反思前測（F（1, 56）= 235.18，p < .001）及防禦

性悲觀組別（F（2, 56）= 113.53，p < .001）亦達顯著差異，配對比較顯示三組

受試者中各兩組在反思後測均達顯著差異，由表四調整後平均數可知悲觀組比

樂觀組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18.17 及 16.81），防禦悲觀組比悲觀組採取較多的

反思策略（20.14 及 18.17），防禦悲觀組亦比樂觀組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20.14

及 16.81）。至於在悲觀組條件下，錯誤率則切割為  .03（ .05／2 = .03），其中高

／低工具性任務達顯著差異（F（1, 37）= 18.38，p < .001），由調整平均數可知

悲觀者在高工具性任務下的反思策略得分較高。在樂觀組條件下，高／低工具

性任務亦達顯著差異（F（1, 37）= 67.06，p < .001），即樂觀者在低工具性任務

下會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至於在防禦悲觀者的條件下，高／低工具性任務亦

達顯著水準（F（1, 37）= 39.65，p < .001），即防禦悲觀者在高工具性任務下會

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 

上述顯示在高工具性任務之影響下，悲觀組與樂觀組、防禦悲觀組與悲觀

組等二種比較結果與低工具性任務下之二種比較結果相似，唯獨防禦悲觀組卻

比樂觀組採取更多的反思策略，這顯示高工具性任務可能是防禦悲觀者相對於

其他各組受試者採取反思策略之重要影響因素。至於各組的反思後測分數在高

／低工具性任務下的效果量（effect size）考驗中顯示，悲觀組的 Cohen’s d 值

為  .79，樂觀組為- .02，防禦悲觀組為 1.70，代表悲觀組的反思後測呈現中高

效果的改變，樂觀組改變不大，防禦悲觀組則呈現非常強烈效果的改變，顯然

高／低工具性任務對防禦悲觀組採取反思策略之作用效果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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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防禦性悲觀組別及高／低工具性任務在反思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共變數（反思前測）  555.46 1 555.46 711. 35*** 

A（防禦性悲觀組別） 56.85 2 28.42 36. 40*** 

B（任務工具性）  22.43 1 22.42 28. 71*** 

A×B（交互作用）  62.25 2 31.12 39. 86*** 

誤差  88.24 113 .78  

總和  1015.47 119  
***p < .001. 

表三 

排除共變數之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單純主要效果內容  SS df MS F 值  

在低工具性任務條件下   

  反思前測 322.92 1 322.92 424. 25*** 

  防禦性悲觀組別  7.24 2 3.62 4. 76* 

在高工具性任務條件下   

  反思前測 235.18 1 235.18 306. 48*** 

  防禦性悲觀組別  113.53 2 56.77 73. 98*** 

在悲觀組條件下    

  反思前測 253.47 1 253.47 292. 35*** 

  高／低工具性任務  15.94 1 15.94 18. 38*** 

在樂觀組條件下    

  反思前測 233.92 1 233.92 1485. 23*** 

  高／低工具性任務  10.56 1 10.56 67. 06*** 

在防禦悲觀組條件下    

  反思前測 68.67 1 68.67 51. 09*** 

  高／低工具性任務  53.30 1 53.30 39. 65***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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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三種組別在高／低工具性任務之反思後測平均數及調整平均數 

  反思後測 
組別  組別  平均數  調整平均數 

悲觀組  低工具性任務  15.35 16.91 
 高工具性任務  17.50 18.17 

樂觀組  低工具性任務  17.60 17.85 
 高工具性任務  17.55 16.81 

防禦悲觀組 低工具性任務  18.30 17.72 
 高工具性任務  21.30 20.14 

 

三、三種防禦性悲觀組別及高／低難度任務對反思後測之影響 

根據研究目的三，本研究亦透過共變數分析以排除反思前測對反思後測之  

影響，以釐清究竟在何種高／低難度任務下，防禦悲觀者是否會比樂觀者或悲

觀者採取較多的積極反思策略。但在迴歸線平行的假設考驗部分，排除組內迴

歸係數同質性考驗達顯著水準（F（5, 114）= 6.53，p < .001），顯示各組本身

根據反思前測（共變數）預測反思後測的斜率（bwj）並不相等，即各組受控制

變數影響的情形並不相同，並不適合採共變數分析，故採二因子變異數分析考

驗防禦性悲觀三組在高／低難度任務下對反思後測之直接效果及交互作用效

果。同質性檢定顯示各樣本的變異情形係屬同質（F（5, 114）= .95，p > .05），

表五則呈現二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其中不同防禦性悲觀組別在反思後測達顯

著差異（F（2, 114）= 17.38，p < .001），統計考驗力為 1.000，η2 為  .23；然

而任務難度在反思後測則未達顯著差異（F（1, 114）= .83，p > .05），統計考驗

力為  .15，η2 僅  .01，缺乏解釋力；至於防禦性悲觀各組別及任務難度等二因

子亦不存在交互作用效果（F（2, 114）= .13，p > .05），統計考驗力為  .07。顯

然就防禦性悲觀各組別、高／低難度任務而言，影響反思後測得分的主要效果

仍為防禦性悲觀各組別，高／低難度任務的主要效果並不顯著，統計考驗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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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經 Tukey 法事後考驗可知，悲觀組與樂觀組兩組之間未達顯著差異；悲

觀組與防禦悲觀組則達顯著差異，其中防禦悲觀組的平均數比悲觀組高出甚多

（16.10 及 19.75）。至於樂觀組與防禦悲觀組兩組之間的考驗亦達顯著水準，防

禦悲觀組比樂觀組在後測採取更多的反思策略（19.75 及 17.30）。  

上述結果顯示，高／低難度任務對反思後測分析欠缺主要效果，影響反思

策略得分仍以防禦性悲觀三組的效果為主，其中防禦悲觀組在理論上即可能比

悲觀組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而相對於樂觀組，防禦悲觀組亦皆能採取較多的

反思策略，因此任務難度是否為防禦悲觀組採取積極反思策略之重要影響因

素，在本研究中尚未獲得支持。至於各組的反思策略在高／低難度任務下的效

應量（effect size）考驗中亦顯示，悲觀組的 Cohen’s d 值為  .22，樂觀組為  .22，

防禦悲觀組為  .04，代表這三組受試者在高／低難度任務下的反思策略變化效

果並不明顯。  

表五 

防禦性悲觀組別及任務難度在反思後測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A（防禦性悲觀組別） 235.52 2 117.76 17. 38*** 

B（任務難度）  5.63 1 5.63 . 83 

A×B（交互作用）  1.72 2 .86 . 13 

誤差  772.60 114 6.78   

總和  1015.47 119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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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三種組別在高／低難度任務之反思後測平均數及標準差 

     反思後測  
組別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悲觀組  低難度任務 16.10 3.28 
 高難度任務 16.75 2.55 

樂觀組  低難度任務 17.30 2.62 
 高難度任務 17.85 2.37 

防禦悲觀組 低難度任務 19.75 2.53 
 高難度任務 19.8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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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三種防禦性悲觀組別在反思策略之前、後測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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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防禦悲觀者、悲觀者及樂觀者在焦慮本質及反思

策略上之差異，再進一步透過共變數分析控制反思前測，釐清學科之工具性任

務及任務難度是否為防禦悲觀者相對於樂觀者採取積極反思策略之重要調節因

素。研究首先針對受試者所修習學科進行二向度之知覺工具性分析，以作為研

究設計之背景依據，其中以學生畢業前需參加的國家考試科目、升學考試科目

及與學生未來職業息息相關之學科最具有長期效益，而學生能主動投入學習之

學科則最具有內在效益，因此本研究以二向度得分均高的基本護理學為高工具

性任務，另以國文為低工具性任務，並據此編製成就測驗以作為後續研究設計

之任務分派依據。  

研究目的一在考驗三組受試者在焦慮及反思策略上之本質差異，研究結果

可支持研究假設，即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具有相似的焦慮程度，兩組皆比樂觀

者具有較高的焦慮，樂觀者的焦慮則比悲觀者或防禦悲觀者要低，與先前研究

結果亦相似（Norem, 1996; Yamawaki, Tschanz, & Feick, 2004），顯示三組受試

者在理論本質上可能存在差異。Norem（2001）說明防禦悲觀者似乎具有一種

自我存在的效果（self-perpetuating effect），面對課業任務仍會喚回本身既有的

焦慮，以及面對未來容易產生低度期望（Thompson & LeFevre, 1999）。但防禦

悲觀者與樂觀組卻能使用較多的反思策略，悲觀者卻不能，這可能係因於防禦

悲觀者與樂觀者對課業任務的策略目標皆在於增加對課業之控制性（Martin, 

1999），對壓力事件都採取較多的面對策略（confronting），亦皆能引發深層之

自我調節策略（Martin et al., 2001），而非如悲觀者所採取的逃脫避免策略（Showers 

& Ruben, 1990），因此防禦悲觀者與樂觀者在反思策略上之得分均高於悲觀者。   

本研究進一步透過共變數分析控制反思前測，考驗學科的高／低工具性任

務是否為防禦悲觀者相對於樂觀者採取更多反思策略之重要影響因素。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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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支持研究假設，即在低工具性任務下，防禦悲觀者及樂觀者皆比悲觀者採

取較高的反思策略，顯示低工具性任務並非為防禦性悲觀積極效果彰顯之因

素；然而在高工具性任務下，防禦悲觀者則比樂觀者、悲觀者採取更多的反思

策略，本身在高／低反思策略之效應量考驗中亦呈現劇烈改變，顯示具有高工

具性任務之學科有利於防禦悲觀者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以因應課業任務。研究

結果除可證實高工具性任務對防禦性悲觀之的效益外，亦可補充過去長期只偏

重於學習領域目標（如：精熟目標、表現目標）對學習策略之影響研究，即在

探討學生為何努力或為何不努力的原因時，研究者亦需從學科未來價值考量對

學習策略之影響，這亦為本研究另一重要貢獻。  

Simons 等人（2004）認為許多技職學校學生皆面臨嚴重的動機問題，將數

學、語言及歷史等理論課程視為無益於未來職業，因此顯得特別不在乎，而學

生對學科的工具性知覺越高，則有利於學生主動學習及策略使用（Oplatka & 

Tevel, 2006）。Greene 等人（1999）認為知覺工具性的功能在促使個體將目前學

習任務與未來個人目標進行再認知（recognition），透過較多的認知策略抑制過

多的學習干擾物，因此 Simon、Dewitte 和 Lens（2000）的研究認為具有內在工

具性的學科可能比較容易引起學生以精熟目標投入學習，外在工具性則使學生

以表現目標投入學習。Miller、DeBacker 和 Greene（1999）的研究亦顯示知覺

工具性與個體內外在動機皆具有中高度顯著相關，學生如能知覺學校課業將有

利於未來就業，就會引發較多的動機去投入學習，促使學生採取更多的認知策

略以影響學業表現（Greene et al., 1999; Miller & Brickman, 2004）。本研究係以

具有內在／長期效益等特性的學科為研究依據，除能引發學生內在動機外，可

能亦是促使反思策略能夠彰顯之原因。另一方面，防禦悲觀者透過增加反思策

略以控制焦慮，並增加對課業任務的控制感，因此防禦悲觀者的反思策略是因

情境狀況而有所變動，在高／低工具性任務的控制下亦顯現極大的效果差異（如

圖三），然而樂觀者本身即對課業具有較高的控制感，其本身所採取的反思策略

即較穩定，變化效果亦不明顯（Martin, 1999），因此樂觀者的反思策略在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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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任務下之效果值差異不大。 

在任務難度的考驗方面，本研究假設在高難度任務下防禦悲觀者會比樂觀

者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在低難度任務下防禦悲觀者與樂觀者的反思策略則相

似。然而研究結果並未支持研究假設，即無論在高／低難度任務下，防禦悲觀

者均比樂觀者、悲觀者會採取較多的反思策略，高難度任務似乎並非是防禦悲

觀者相對於樂觀者採取反思策略之重要原因。生物心理的觀點認為課業威脅情

境將引發個體大腦的行為禁制系統，擴增其能力缺乏意象，因此對自我低度期

望可能日趨增加，促使個體採取反思策略因應課業任務（Avila, 2001; Middleton 

& Midgley, 2002）。另一方面，防禦性悲觀理論的本質說明反思策略經常伴隨低

度期望出現，兩者亦呈現低度相關，即任務難度過高，可能造成個體失敗期望

過高，反思策略的採用可能逐漸明顯（Martin et al., 2001; Norem, 2001）。不過

反思策略其實同時具有高成功取向／高避免失敗取向的動機成分（Covington, 

1992），當避免失敗的動機高於失敗期望時，反思策略才易顯現。至於困難的課

業任務亦容易使個體具有「過早的認知窄化」（premature cognitive narrowing），

亦可能減少個體採取有效解決問題的策略（Norem, 2002）。而如果受試者無法

適應課業壓力，亦會減損個人自我價值（Wigfield & Eccles, 2000）。因此高難度

任務可能無法彰顯防禦悲觀者相對於樂觀者採取反思策略之時機，反而可能抑

制反思策略之使用，其中防禦悲觀者在高低難度任務下所採取的反思策略即已

趨向一致（如圖三）。至於樂觀者面對困難任務時的焦慮亦較低，亦不會因為困

難的課業任務而知覺到自我價值受到威脅，符合其理論特質（Yamawaki et al., 

2004），因此樂觀者在高／低難度任務下的反思策略得分皆相似，變動並不大。

而比較三組受試者在低難度任務下所採取反思策略仍略低於高難度任務下的反

思策略，可能係因於反思策略容易受到情緒所影響，當低難度任務傳達出容易

完成課業的訊息時，同時也減少反思策略的使用時機（Norem & Illingworth,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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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方面的建議 

（一）瞭解防禦悲觀者的學習特性 

本研究證實防禦悲觀者與悲觀者皆具有焦慮本質，但卻能使用反思策略因

應焦慮，所以表現結果與樂觀者相似（Norem, 2001）。近年來學界及教育界不

斷強調樂觀學習的重要性，欲用相同的觀點教育悲觀性格的學生，然而其效果

可能不如預期。防禦悲觀者雖然亦屬焦慮性格，然而卻可以透過反思策略進行

自我調整，因此教育心理與輔導相關人員無須將樂觀信念強行加諸於他們身

上，亦無須將悲觀視為一種病態行為，只要瞭解並同理防禦悲觀者的思考模式

及學習特性，他們的表現通常亦不差。  

（二）支持防禦悲觀者未雨綢繆 

防禦悲觀者的焦慮性格與個人特質有關，並不容易改變，因此教育及輔導

教師應以維持學生本身的學習自我價值為輔導基礎，讓他們能以內在增強的方

式提升自我價值，而非採取外在酬賞或情緒鼓舞的方式，如此反而可能干擾防

禦悲觀者本身之學習型態。在此原則下，教師應瞭解防禦悲觀者獨特的學習型

態，順勢支持他們在悲觀期望下能採取反思策略，以控制焦慮並對課業任務能

更加思慮周密，藉此反思策略之積極效果或許可被彰顯，以保護並增強其內在

的自我價值。  

（三）重視學科的工具性價值 

高工具性學科在本研究被證實為影響防禦悲觀者採取反思策略之重要因

素。建議技職學校當局除應落實系科本位課程的精神外，在課程安排上亦應考

慮對學生是否具有內部調節的功能，讓學生採取較多的精熟目標投入學習，而

非以教師的觀點或專長設計課程。另亦重視學科是否具有長期效益，以維繫技

職學生的學習動機，覺得完成課業任務將有助於達成他們未來工作目標，如此

他們面對課業任務較能採取謹慎思考、努力取向等積極性的反思策略。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二十六期 262

三、研究限制及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施測時程 

本研究設計在成就測驗前區分三類受試者並施測焦慮及反思策略量表，在

成就測驗後再施測反思策略量表，試圖區分三組受試者在不同時間上在反思策

略得分上之反應情形，雖然初步釐清防禦悲觀者在理論本質、高／低工具性任

務及高／低難度任務下，呈現有異於其他非防禦悲觀者之得分反應，然而研究

結果仍無法推論至長期穩定的因果關係，建議後續研究可在間隔更長的時間

中，檢驗三組受試者在不同條件下對反思策略之影響效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因受試者需重複接受施測，資料蒐集相當困難，僅以中部一所護理

學校學生為受試者，研究樣本經分派後在各組人數並不多，恐影響統計考驗力，

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大受試者人數。另本研究以技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其對各學

科之工具知覺亦迥異於普通大學院校，後續研究可針對不同學科編製成就測

驗，或以其他學制及教育階層的受試者進行分析，以確認此類研究結果是否適

用於其他研究群體。至於本研究根據 Norem 和 Chang（2001）之觀點，從受試

者在防禦性悲觀量表上之得分及先前在校成績表現區分悲觀者、樂觀者及防禦

悲觀者，然而此量表是否真能區分三種受試者，仍有待更多研究證實，如後續

研究可透過不同量表交叉檢測，或許更能確認此量表區分三種受試者之效度。

另外本研究仍聚焦於防禦悲觀者學習特性之探討，至於樂觀者的低焦慮，以及

悲觀者的高焦慮，是否反映在其後不同成就策略之採用上，亦值得後續研究持

續探討。  

（三）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受試者主觀知覺的工具性學科為施測背景，試圖釐清高／低工具

性及任務難度下三組受試者對反思策略之影響效果，高／低工具性測量經過多

數同學的檢測，然而高／低難度任務則由教師編製，部分學生對難度可能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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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將低難度任務亦視為困難的課業，在壓力感受不同情況下，反思策略之

功能性是否發揮就值得再評估，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篩選受試者，以使研究

更符合反思策略的使用時機。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採等組前後測設計，以隨機抽取及隨機分派的方式分配各組受

試者，並採取環境控制及統計控制實驗誤差，雖然可控制影響內在效度之因素，

不過由於採取前測，受試者可能對實驗感到敏感而產生反作用或交互作用效

果，並無法推論至無前測經驗之研究。另一方面，由於前測會增加實驗的人工

化，受試者可能產生實驗安排的反作用效果，因此本研究結果在推論上應予保

留。  

（五）研究變項 

過去研究顯示，防禦悲觀者的情緒如果被干擾，則會改變防禦悲觀者原來

的思考習慣，而如果因任務難度高，可能讓防禦悲觀者更深思熟慮，但過度焦

慮又可能造成反思策略無法發揮（Norem, 2001）。另一個干擾策略的時機可能

受個體對結果的高度不確定性所影響（Thompson & Jonathan, 2003），亦有研究

證實低不確定的個體才容易採取積極思考策略（Edwards, 1998），因此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在控制這些干擾因素下，進一步釐清影響防禦悲觀者採取積極反思策

略之重要變項。至於防禦悲觀者在面臨壓力事件時的反思策略是否彰顯，亦與

時間是否緊迫有關（Norem, 2001），壓力事件越緊迫，防禦悲觀者就越無法採

取謹慎思考的反思策略，其功能是否發揮就有所折扣，因此後續研究或許可在

不同時間點設計壓力事件，以考驗反思策略之啟動時機。而悲觀者在本研究中

無論在高／低工具任務或高／低難度任務下所採取的積極反思得分皆較低，究

竟仍有何種因素促使悲觀者採取積極反思策略，這些觀點皆值得後續研究者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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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Among Defensive Pessimist, 
Optimist, and Pessimist in Anxiety and  
Reflectivity: Moderating Effects of Task  

Difficulty and Perceived Instrument 

Jie-Zhi Lee  Menz-Ru Huang  Tsang-Lang Li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ested the effect of defensive pessimism on anxiety and re-

flectivi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tes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rceived in-

strument and task difficulty on reflectivit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20 students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group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tested by t test, two-way 

ANOVA and ANCOV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Defensive pessimist, 

optimist, and pessimist show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n anxiety and reflectivity. (2)High 

instrument task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defensive pessimist using reflectivity. (3) High 

difficulty task didn’t appear effective on the use of refle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anxiety, defensive pessimist, perceived instrument, reflectivity, 
task difficulty. 

 


